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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区域经济增长、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演进的关系为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进行了回顾，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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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已上升为国家的重大战

略。推进城镇化战略，是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

构和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并成为带动区

域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途

径［1］。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新时

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下文简称为“六普”
数据) 显示，2010 年全国常住城镇人口为 6． 66 亿，

城镇化率达 49． 68%，比 2000 年上升了 13． 46 个百

分点［2］。
城镇人口的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主要有三

种途径: 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移民、农村地区转变为城

镇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3］。

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城乡移民是城镇化水平

提高的主要来源。一项关于 1950 － 1970 年代 16 个

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增长来源的研究发现，城乡移

民对城镇化的贡献率在 33% － 76% 之间，平均水平

为 58%［4］。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的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推进

产生了巨大影响。已有研究表明，1978 － 1999 年

间，中国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占城镇人口增

长总量的 75%［5］。“六普”数据显示，2010 年，全

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 2． 61 亿，比 2000 年“五普”
数据增长了 81． 0%［2］，其中，绝大部分为农村进城

务工人员。
人口流动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经

典的二元结构模型将欠发达经济区分为落后的农业

部门和发达的工业部门。随着资本积累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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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工业进一步扩张，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

工资更高的城镇迁移，由此促进区域城镇化的发

展［7 － 8］。可以说，人口流动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的风向标，同时也对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流动人口的区位选择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农

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城市迁移有所不同。在我国，

除迁向城市以外，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导

致农村地区成为许多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目的

地［9 － 11］，由此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这种流动

人口在区位选择上的多样性增加了中国城镇化发展

的复杂性，并对中国城镇化模式与进程产生了深刻

影响。
本文以 1990 年代中期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并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进程分别展开

回顾与讨论，在此基础上梳理区域经济增长、人口流

动和城镇化演进的关系，进而揭示在区域经济增长

影响下，人口流动规模、方向等特征变化及其对区域

城镇化产生影响的动态机制，并在新的趋势和背景

下对中国城镇化的未来进行展望。

二 1978 － 1990 年代中期: 短距离

迁移为主，小城镇为主导的农村城镇化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全社会的

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统计

划经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民经济从此步入快速

发展期，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而乡镇企业和农村

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导致农村人口流动以短距离迁移

为主，并形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以小城镇为主导的

“自下而上”的农村城镇化模式［12］。
率先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

列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1978 － 1988 年

10 年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 1． 5 亿亩，总产

量却增加了 1 亿吨，平均亩产提高了 75 斤［13］。农

业的快速增长为城镇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剩余农产

品，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根据农业部门

的调查，1985 年，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占

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30% － 50%，绝对规模在 1 亿人

以上，如 果 再 加 上 被 抚 养 人 口，则 总 数 可 达 2 亿

人［14］。由于此时城市改革尚未全面展开，以及国家

对发展 大 城 市 可 能 带 来 的 诸 多 城 市 问 题 尚 存 顾

虑［15］，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成为改革初期吸纳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
经历了农村改革后，农业商品率稳步提高，农民

收入不断增加，在改革初期国家资金极为短缺的情

况下，农业剩余成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主要资金

来源［16］。而在珠三角等地，凭借政策、人缘和地缘

优势，通过“三来一补”等形式，来自港澳的外商投

资也极大地参与了当地的农村工业化过程［10，17］。
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原有的社队

企业改为乡镇企业，并实行乡办、村办、联户办和户

办四个轮子一起转，直接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崛起。
于是，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乡镇企业在原有的社队

企业基础上，通过利用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充分发

挥农村劳动力丰富的优势，进而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 1980 年 代，农 村 工 业 年 平 均 增 速 一 直 保 持 在

20%以上，其中，1984 年以后，增速一直在 30% 以

上。到 1991 年底，全国乡镇企业已达 2000 多万个，

在国民经济中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18］，并产生了

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的苏南模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

导的珠江模式、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主导的温

州模式等诸多农村工业化模式。
为什么企业会萌芽于乡镇甚至村，而不是城市?

主要原因在于: 我国的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而城市

土地为国家所有，受国家分配，长期以来工业由政府

投资，所需资源包括土地、原材料等由政府统一分

配，工厂职工享受低工资标准下的各种福利待遇，这

些约束条件使由农民投资创办的乡镇企业不可能在

城市中布局［19］。而在以外资为主导的乡镇企业中，

由于乡镇企业以规模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技

术含量低，在交通条件均质化条件下，小城镇凭借在

土地、税收等方面的灵活优惠措施，对外资更具吸引

力，从而形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

化格局［17，20］。
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

机会，加之国家对建制镇设置标准的放宽，人口流动

的控制开始缓和，从而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离

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转移模式。据统计，1978
－ 1988 年，我国国家招工的农民为 1110 万，而在各

类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 9000 多万人［19］。镇成

为当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最主要目的地，以

广东省为例，1982 － 1987 年，镇吸纳了乡—城迁移

人 口 的 41%，城 市 吸 纳 了 33%，县 城 则 吸 纳 了

26%［21］，这一时期人口迁移以短距离迁移为主，长

迁移尚不多见，省际年间迁移人数及迁移率分别在

100 万人和 1‰以下［14］。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转移模式促使了

以小城镇为主导的“自下而上”农村城市化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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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通过鼓励农民进镇投资建设，鼓励农民自理

口粮进镇办厂、经商等方式( 农民造城) ，许多地区

涌现出一批“农民城”，如浙江的龙岗镇、天津的大

邱庄、河北的白沟镇等［22］。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建制

镇数量和非农人口比重均呈快速增长之势。建制镇

数量从 1978 年的 2173 个猛增至 1996 年的 18171
个，建制镇非农人口占全国市镇非农人口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32% 增长到 1996 年的 42． 6%［11］。全国

城镇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23］。
此期间，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与

地区间农村工业化发展程度的差异直接相关。1996
年末，东部地区建制镇数量占全国总数的 41． 55%，

中西部分别占 23． 04% 和 22． 03%。东部地区平均

每个建制镇镇区总人口为 5003 人，中西部分别为

4683 人、3410 人; 镇区平均面积东部 2． 4 平方公里，

中部与东部相同，西部则为平方公里。此外，在拥有

的企业数量、财政收入等方面，东部地区也都明显高

于中西部地区［24］。
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强调限制大城市规模，积极

发展中小城市。1980 年代后，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以

及学术界的大力提倡与推崇，更使得小城镇成为我

国城镇体系中国家最支持和最重视的一个层次。此

外，小城镇道路的战略思想也被纳入了国家城市化

导向性政策体系［25］。小城镇被看作农村人口向城

市转化过程中的蓄水池，并肩负着解决农村大量剩

余劳动力、带动农村经济、协调城乡关系、化解农村

深层次矛盾、最终实现农村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

使命［9］。
然而，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近二十年的快速发

展后，农村城镇化的许多问题逐渐凸显，并开始引起

各级政府及学术界的反思。其主要问题有: 人口的

地域转移滞后于职业转移，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工

业化水平［26］; 工业和居民点布局分散［12］，产业集聚

效应低，造成了部分非农产业人口不能完全享受城

市化带来的福利增加; 用地粗放，耕地流失严重、环
境污染及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等［27］。

1980 年代中后期，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

革逐步展开。通过国营企业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

革，城市的经济活力不断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吸纳能力得到增强。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经历了资

本的快速积累过程。由于进入门槛低以及社区政府

的推动，乡镇企业向工业部门的过度进入和不断升

级的投资，使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不断提高:

1980 年，资本劳动比率为 0． 15 万 元 /人，至 1992
年，已上升至 1． 32 万元 /人［28］。资本密集度的提高

导致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

由此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长距离迁移开始增多，

“民工潮”现象开始出现。

三 1990 年代中期至今: 长距离迁

移为主，大城市为主导的快速城镇化

自 199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家全方位开发开

放格局的形成，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沿

海地区依靠区位优势及自身经济基础，获得了快速

发展。相应地，人口迁移在空间上表现为以跨省、跨
区域的长距离迁移为主。外来人口的涌入不仅促进

了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沿海城市的快速

发展，外来人口向大城市的迁移模式逐渐主导了我

国的城镇化进程。
沿海大城市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0 年，上海浦东实施开发开

放战略;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进

程走向深入。在第二次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外资

大举进入我国。与 1980 年代港澳资本主要投资轻

消费品行业不同，这一时期，电子、汽车产业等成为

投资的重点。这些投资在选址过程中，市场规模和

集聚经济占考虑因素的比重逐渐增大［29］，因而在空

间上，表现为向更大城市转移的趋势［30 － 31］。1998
年，人口超过 100 万的大城市获得了外商在华投资

总量的 52%［32］，这与改革开放初期港澳资本在珠

三角地区的分散化布局明显不同［20］。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在引导外资布局、改造城市

空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 1980 年代末开始，中

央对城市改革力度逐渐加大。随着一系列的法令、
条例的颁布，城市土地逐步由无偿使用向有偿使用

转变。政府可通过协议、招标或拍卖等方式出让土

地使用权，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

崛起，并成为吸纳外资的主要载体。1994 年开始实

施的“分税制”改革，通过“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使

得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而土地作为地方政府

可自由支配的经济资源，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最

有力的保障［33］。城市空间开始迅速发展和重组，旧

城改造方兴未艾、新区建设日新月异、中心商务区更

是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潮流［34］。
当本地乡镇企业就业吸纳能力下降时，经济更

为活跃、就业机会更多的城市和沿海地区便成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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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流动的主要选择。1990 年代后，人口流动格局

逐渐表现出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流动和内地人口向

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35 － 36］。1982 年，规模最大的

10 个城市吸纳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

比重为 11． 86%，1990 年上升为 17． 04%，2005 年达

到 23． 65%［37］。中小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中

小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明显减弱。
人口流动格局的改变促进了沿海大城市的快

速发展［23，36］，大城市逐渐主导了我国的城镇化进

程。1998 － 2008 年间，我国 200 万人以上的城市

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100 万 － 200 万人的城市和

50 万 － 100 万人的城市数量分别有 30% － 40% 的

增长。相反，50 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数量有明显

的下降［38］。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丰富了城市的劳动力市

场，缓解了大城市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的矛盾，减轻了

城市劳动力的抚养压力。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中国资

源禀赋结构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释放不仅促进了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也

吸引了大量境外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设厂。尽管

1990 年代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外资企业逐渐增

多，但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仍是外商投资的

主要原因之一［29］。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增加了

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丰富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促进

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建筑餐饮、加工制造

等简单体力劳动大多数本地人不愿参与，越来越

多外地劳动力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本地

劳动力的空缺［35］。由于外来人口以年轻人为主，

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善了城市的年龄结构，延缓了

城市的老龄化进程，还提高了城市劳动人口的比

重，使得城市总人口的抚养比下降，抚养负担有所

减轻［39］。
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还促进了城市空间的

郊区化扩展，并加快了大都市区的形成。在城镇化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郊区化成为大势所趋。对于流

动人口而言，郊区尤其是近郊区是其进入城市的最

有利区域，这里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低。加之城区工

业的近域扩散和近郊住房建设都为外来人口创造了

较多的就业机会［40］，因而近郊区成为城市外来人口

的主要集中区域。以广州为例，2000 年广州外来人

口数量达到 428． 2 万人，比 1990 年增长 662． 99%，

年均增长 22． 53% ; 中心区外来人口增长较慢，年均

增长 13． 12%，占全市外来人口的比重由 1990 年的

29． 04% 下降到 13． 05% ; 而近郊区外来人口迅猛增

长，总数达到 299． 8 万，比 1990 年增长 848. 58%，年

均增长 25． 23 %，占全市外来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上

升到 70． 01%［41］。城市近郊外来人口的集中促进了

城市空间的郊区化扩展。以上海为例，正是大量外

来流动人口的进入，使全市近郊区的人口密度迅速

上升至每平方公里 1500 人以上，从而成为市区的一

部分［36］。此外，日益活跃的人口迁移也增强了区域

内城市间的联系，促进了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

发展，为大都市区的形成提供了要素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量的人口迁移促进了城

镇化水平的提升，但由于户籍制度，特别是附加在

户籍制度上的城乡居民福利差别的限制，大部分在

城镇居住半年以上被称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仅仅

是实现了职业上的转换，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城市居

民身份，不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其社

会福利仍维持在原有的农村水平，生活方式和消费

观念等也未发生大的转变，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市民”［42］。据人保部以及国家统计局调查，2009
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18． 2%、29． 8%、38． 4%
和 11． 3%［43］。此外，流动人口在子女教育、医疗、
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也面着临诸多限制。以子女教育

为例，据估计，目前义务教育学龄流动儿童的数量在

2000 万以上，他们散落在各个城市角落，许多儿童

接受的义务教育水平甚至低于农村［44］。
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在社会福利以及收入水平

方面的悬殊推动了“城中村”的形成，并成为中国城

市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城市空间类型［45］。城中村的

形成尽管有城乡二元的土地、户籍制度等原因，更与

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进入密不可分。由于收入水平较

低，多数流动人口不甚注重居住条件，而是将价格低

廉作为选择居住地的首要标准。在这种市场背景带

来的需求和制度背景带来的供给机会共同作用下，

城中村快速发展起来［46 － 47］。城中村这一城市“异

质社区”在空间形态、功能结构和演化机制上都具

有明显不同于城市主流社区的特征［48］。作为城市

内部形成的一种城乡居民分割的居住空间形态，

1990 年代末以来，城中村存在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其主要问题体现在: 建筑形态及布局的密

集混乱; 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缺乏; 内部居住环境

日益恶化; 大量外来人口导致居住人口混杂、治安秩

序混乱等［46］。这些问题表明，现阶段我国的城镇化

仍是质量不高的城镇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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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城镇化的趋势与展望

1． 流动人口群体出现分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

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

后，流动人口已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其内部

已出现明显分化，新生代农民工①规模不断增大，逐

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49］。2005 年全国 1% 人口

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

量的 34． 6%，而国家人口计生委 2010 年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16 － 30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

比重已达 47． 0%［50］。许多研究表明，与第一代农

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务农经历、
迁移动机、就业分布、发展取向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

异。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明显更高、务农经历

更少［51］。在迁移动机上，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主要是

为了赚钱以抚养家庭，属于“生存性”迁移; 而新生

代农民工则主要是为了“见世面”、实现知识和技能

积累，属于“发展型”迁移［52 － 53］。在就业选择上，不

同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纷纷从建筑、批发

零售等行业退出，而更倾向于向制造业集中［50］。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市民化意愿，他们更

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员。他们的平等和维

权意识更强，当发现过低的工资水平不能体现他们

的价值时，就考虑“用脚投票”，以表达对与城市工

人“同工不同酬”、自身价值得不到肯定和实现的不

满情绪。他们也渴望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包括

平等的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教育权等［49］。因此，实

现这部分“城镇人口”的深度城镇化是今后中国城

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限于

人力资本不足等原因，面对在城市发展的种种现实

困境时，他们中仍有许多人会选择回乡发展［50］。但

他们回乡并不是为了务农，而是务工。他们对家乡

非农产业和小城镇发展有着一定的偏好，更愿意在家

乡附近的县城或者小城镇居住并从事非农产业［51］。
总之，无论是留城，还是回乡，新生代农民工的诸多新

特征都将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2． 沿海地区产业加快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为县

域城镇化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

发展，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原材

料价格上涨等压力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冲

击下，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企业加快了向欠发达地区

转移产业，这为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提

供了新的契机［54］。以广东省为例，早在 2005 年，广

东就开始通过设立产业转移园鼓励珠三角企业向东

西翼和粤北山区转移。2008 年，广东开始实行“双

转移”战 略，加 快 了 珠 三 角 产 业 转 移 的 步 伐。到

2011 年上半年止，全省已建立省级产业转移园区 35
个，落园项目 2988 个，总投资额 7029． 7 亿元，吸收

了 56． 7 万个劳动力［55］。通过招商引资、承接产业

转移已成为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加快

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手段。
县城是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载体，

这有助于推动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城镇化格局的形

成。以广东省西部山区云浮市为例，根据笔者的调

研发现，全市 5 个县( 市、区) 已设立的 4 个产业转

移园都位于各地县城( 市区) 。作为当地承接产业

转移的主战场，产业转移园承接了全县绝大多数外

来企业，如位于新兴县城新城镇的新成工业园、位于

云安县城六都镇的循环经济工业园吸引的招商引资

项目等，均占全县项目总额的 80% 以上。县城已成

为县域经济的主要增长极，而县域其他地区工业化

进程较为缓慢，这与 1980 年代“村村点火、镇镇冒

烟”的农村工业化和分散式城镇化存在明显差异，

有助于形成以县城为主导的相对集中的县域城镇化

格局。
3．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步伐加快，为县域城镇

化提供了人口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东部地区大城市快速增长

的城乡人口流动格局正出现新的变化，即出现农村

外出劳动力回流家乡的现象［56］。国家统计局 2009
年的调查显示，与 2005 年相比，东部地区吸纳外出

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重由 75． 4% 下降到

62． 5%、中部地区由 12． 3% 提高到 17%、西部地区

由 12%提高到 20． 2%［43］。1999 年，农业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对农村劳动力对外输出较多的安徽、四
川两省的抽样调查显示，回流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占

外出或曾外出劳动力的 28． 5%［57］。而根据笔者于

2011 年对地处广东省西部山区的云浮市的农户进

行的 调 查，该 地 区 农 村 劳 动 力 回 流 的 比 重 高 达

35. 7%。
越来越多的外出劳动力回流后并非回乡务农，

而是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业活动。在空间上，他们也

表现出明显的向以县城为代表的小城镇转移的趋

势，为县域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由于在

外务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知识和技能，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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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往往被认为更有可能实现职业的转换，从事

非农产业［58 － 59］。可以预见，与来自发达地区的产业

转移相结合，劳动力回流将会促进县城经济的发展

和城镇人口的增加，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中小城

镇增长乏力的局面，将会对区域城镇体系格局产生

重要影响。此外，与那些进入大城市的年轻劳动力

明显不同，回流劳动力基本上都已成家立室，甚或生

儿育女。这部分劳动力进入县域城镇，其带眷系数

明显高于进入大城市的劳动力，从而对县域城镇中

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56］，

这为小城镇的服务设施建设和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基

本的前提条件。

【Abstract】 This essay firstly reviews the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evo-
l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a main clue． It reveals the dynamic mecha-
nism of migration and regional urbaniz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growth．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Chinese ur-
banization，citizenship of new －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is a
major trend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ith the accelerating
pac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returning migration，the urbaniza-
tion process in developing regions will go faster，and form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pattern with county town as leading factor．
【Key words】 migration; urbanization; China; review;

prospect

注释

①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被界定为那些在 1980 年以后出生，1990 年

代后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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